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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对于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纯技术效率测度
（ＢＣＣ）、技术效率测度（ＣＣＲ）、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ＳＥ－ＤＥＡ）模型及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对京津冀地区地级以上城
市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的土地利用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１）京津冀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投入要素规模
偏大，普遍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北京市相对效率较低均为规模无效导致；（２）京津冀地区各市土地利用效率差异
呈扩大趋势；（３）北京市、天津市、秦皇岛市等地土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较多，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石家庄市、沧州
市、廊坊市、邯郸市等地土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较小，技术进步不足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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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土地成本、低劳动力成本来吸引
资金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式，以及财税体制的变革，使我国

城市建设空间迅速扩张。《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１４
年）数据显示，１９９５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面积为２．０５
万ｋｍ２，２０１３年为３．６５万 ｋｍ２，增长７８％左右。城市建设空
间的扩展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有利于产业与人

口的集聚，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如城市用地与耕地矛盾、人口与

建设用地集聚的空间匹配失衡、城市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不

足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我国城市用地还面临着严重的低效

利用问题，２０１３年国家发改委有关课题组对１２个省会城市
和１４４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 １个城市规划
４６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１个城市规划建设约１．５
个新城（新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数达３４亿人，这与我
国人口现状严重偏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用地的低

效利用问题。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已经成

为当前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对土地利用问题的研究，国外较早关注的是城市土地利

用的空间形态、空间结构及其演变，如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同心

圆模式、扇形模式、多核心模式等，约翰·冯·杜能的“杜能

环”，阿朗索的级差地租理论等［１－２］。随后国外学者对土地利

用管制、土地集约利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早期也

关注土地利用的形态与结构问题，而后随着建设用地的迅速

扩张，土地集约利用、高效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内土

地利用效率的研究，已经涵盖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城市尺度，

但是缺少对小尺度区域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

主要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

（ＤＥＡ）等［３－８］。数据包络分析法在当前土地利用效率研究中

应用越来越多，常见的模型主要有技术效率测度（ＣＣＲ）、纯
技术效率测度（ＢＣＣ）模型，也有少量研究使用超效率ＤＥＡ方
法。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土地利

用的结构与效率问题均较为突出，相关研究中也缺少对京津

冀区域的单独探讨。因此，本研究以京津冀地区１３个地级以
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综合使用ＣＣＲ、ＢＣＣ以及超效率ＤＥＡ（ＳＥ－
ＤＥＡ）模型对京津冀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同时使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对城市土地全要素生产演进情况进行测度。

１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１．１　研究方法
１．１．１　ＤＥＡ　数据包络分析是由运筹学家 Ｃｈａｒｎｅｓ、Ｃｏｏｐｅｒ
等提出的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运用线性规划的数学过程

评价决策单元（ＤＭＵ）的相对效率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６］。

其原理为运用由Ｆａｒｅ改造的方法，以决策单元的投入和生产
指标构建生产最佳前沿面，通过比较 ＤＭＵ偏离 ＤＥＡ前沿面
的程度来判断各个ＤＭＵ投入生产的有效性。常用的ＤＥＡ分
析模型主要包括规模报酬不变（ＣＲＳ）假设下的技术效率测度
模型，以及规模报酬可变（ＶＲＳ）假设下的纯技术效率测度模
型［９－１０］。对ｎ个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每个单元都有ｍ种
投入变量和ｓ种产出变量，决策单元的输入、输出向量分别为
Ｘｊ＝（ｘ１ｊ，ｘ２ｊ，…，ｘｍｊ）

Ｔ、Ｙｊ＝（ｙ１ｊ，ｙ２ｊ，…，ｙｓｊ）。根据魏权龄的研
究［１１］可得Ｃ２Ｒ模型的对偶规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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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ε（摄动量）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ｅ^＝（１，１，…，１）Ｔ∈
Ｅｍ，ｅ＝（１，１，…，１）Ｔ∈Ｅｓ；Ｓ－、Ｓ＋分别为投入、产出松弛变量；
θ为第ｉ个ＤＭＵ的效率值；Ｘ０、Ｙ０分别为 ｊ地区的投入总量、
产出总量；λｊ为相对于ＤＭＵ重新构造１个有效ＤＭＵ组合中
第ｊ个决策单元ＤＭＵｊ的组合比例。
１．１．２　超效率ＤＥＡ模型　使用传统 ＤＥＡ方法对决策单元
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时，结果可能会出现多个单元同时相对

有效的情况，Ｃ２Ｒ模型对这些有效单元无法作进一步的优劣
判断。为了弥补这一缺陷，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建立了基于投入导向的
超效率ＤＥＡ模型［１２］，使相对有效决策单元能够进行效率高

低的比较。超效率ＤＥＡ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在评价某决策单
元的效率时，将其排除在决策单元的参考集之外，以其他所有

的评价单元构成参考集。若被评价决策单元为无效，则其效

率保持不变；若有效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可能大于１，意味着决
策单元可按比例增加其投入，且其效率可保持不变，其所投入

增加的比例记为超效率评价值。超效率 ＤＥＡ模型的具体数
学形式可参见相关研究［１３－１４］。

１．１．３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ＤＥＡ模型无法研究不同区域在不同
时间点上（面板数据）的效率变化趋势，在此引入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指数模型，以弥补 ＤＥＡ模型方法的不足。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指数由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提出，旨在利用距离函数比率来计
算投入生产效率指数［１５］。根据 Ｆｒｅ等研究，可以得到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变化指数公式［１６］：

Ｍ０
ｔ＝Ｄ０

ｔ（ｘｔ＋１，ｙｔ＋１）／Ｄ０
ｔ（ｘｔ，ｙｔ）。 （２）

式中：Ｍ０
ｔ表示在时间ｔ的技术条件下，从 ｔ到 ｔ＋１的技术效

率变化；Ｄ０
ｔ为ｔ时期的生产距离函数；ｘｔ、ｙｔ分别为 ｔ时期的

投入、生产，ｘｔ＋１、ｙｔ＋１类推。
时间ｔ＋１技术条件下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变化指数为：

Ｍ０
ｔ＋１＝Ｄ０

ｔ＋１（ｘｔ＋１，ｙｔ＋１）／Ｄ０
ｔ＋１（ｘｔ，ｙｔ）。 （３）

　　由公式（２）（３）得到Ｍ值的几何均值衡量 ｔ到 ｔ＋１时期
的效率变化：

　　ＴＦＰＣ＝Ｍ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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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ｘｔ＋１，ｙｔ＋１）
Ｄ０
ｔ＋１（ｘｔ，ｙ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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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Ｃ（ＣＲＳ）×ＴＣ（ＣＲＳ）＝ＰＴＥＣ（ＶＲＳ）×ＳＥＣ（ＶＲＳ，ＣＲＳ）×
ＴＣ（ＣＲＳ）。 （４）
式（４）中：ＴＦＰＣ、ＥＣ、ＰＴＥＣ、ＳＥＣ、ＴＣ分别为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
变化指数、综合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

率变化指数、技术变化指数；ＣＲＳ、ＶＲＳ分别为不变规模报酬、
可变规模报酬。此处，若 ＥＣ＝１，表示综合效率没有变化；若
ＥＣ＞１，表示综合效率增大；若 ＥＣ＜１，则表示综合效率降
低［１７］。其他指数值具有相同含义。

２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的投入产出指标选取应以城市土

地的使用功能为基础。总体上看，城市用地需要满足人类居

住、交通等生活活动的需求，需要承载城市工商业等生产活动

的需求，同时要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予以必要的用地

支撑。基于城市用地的上述功能，在目的性原则、精简性原则

和关联性原则的基础下，选取用地效率评价的投入产出

指标［６，１７］。

产出指标方面，选取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作为用

地的经济产出指标（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以生产总值指

数折算为以２００２年为不变价格的生产总值），以辖区年末总
人口、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作为城市社会产出指标。在生态产

出指标方面，与土地直接相关的统计数据较少，本研究仅以人

均绿地面积代表。在投入指标方面，主要有土地、资本、劳动

力、技术等指标，因技术投入难以获取统计数据并难以量化，

因此本研究暂不予以考虑。土地投入指标选用城市建成区面

积，劳动力指标选取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由于资本投入具有

延续累积的特征，土地产出不完全取决于当期资本投入，因此

本研究以固定资本存量代表。固定资本存量的测算采用目前

已被普遍使用的永续盘存法，借鉴张军等的计算公式［１８］，即：

Ｋｉｔ＝Ｋｉ（ｔ－１）（１－δ）＋Ｉｉｔ。 （５）
式中：Ｋｉｔ为ｉ地区 ｔ年的固定资本存量（本研究中单位为亿
元）；δ为固定资本折旧率；Ｉｉｔ为新增固定资本量（本研究中单
位为亿元）。资本存量研究在当年投资指标的选取方面具有

一定差异，主要指标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新增固定资产额、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本研究参考向娟的研究［１９］采用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２００２年初始固定资本存量的估
算采用单豪杰的计算方法［２０］，即：

Ｋｉ０２＝Ｉｉ０２（ｇｉ＋δ）。 （６）
式中：Ｉｉ０２为２００２年ｉ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本研究中
单位为亿元）；ｇｉ为 ｉ城市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
现价增长率；δ为固定资产折旧率。δ的取值参考张军等的研
究［１８，２０］，本研究统一采用１０％的折旧率。利用固定资产投资
指数将由公式（５）计算出的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名义固定资产存
量折算为以２００２年为不变价格的固定资本存量。

本研究以京津冀区域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研究的

数据指标为市辖区指标，所需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４）、《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４）、《河
北经济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３　效率特征

应用ＤＥＡＰ、ＥＭＳ软件对京津冀地区１３个地级市２００２—
２０１３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 ＤＥＡ、超效率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测算。

３．１　京津冀城市土地利用总体效率概述
汇总京津冀区域各市的土地投入产出指标，以年度为决

策单元（ＤＭＵ）测算京津冀区域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城市土地利用
效率。结果显示：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京津冀城市总体土地利用效
率较为稳定，除２００９年（综合效率为０．９９７）、２０１１年（综合
效率为０．９９５）外，其余年份的综合效率均位于生产前沿面
上。对有效ＤＭＵ进行超效率测度，发现 ＳＥ－ＤＥＡ值呈现随
时间序列先下降后平稳的态势，说明早期土地利用可以以更

高的比例投入而保持效率稳定，现阶段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

３．２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区域特征
３．２．１　综合效率　对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各年度京津冀区域１３
个地市进行ＣＣＲ－ＤＥＡ、ＢＣＣ－ＤＥＡ、ＳＥ－ＤＥＡ测度。ＣＣＲ－
ＤＥＡ测度结果显示：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有效 ＤＭＵ单元的比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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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６１．５％以上，说明京津冀地区各市的城市土地利用相对综
合效率（ＥＣ）水平较高。其中北京市、保定市的历年综合效率
均未达到有效水平，石家庄市综合效率值低于１．０００的年份

占比为７７％，唐山市、秦皇岛市为４６％，邯郸市为６２％，张家
口市为６９％，表明在京津冀区域，上述各市的土地利用效率
处于相对低位水平，部分数据见表１。

表１　部分京津冀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ＤＥＡ评价结果

地区
ＣＣＲ－ＤＥＡ模型所得综合效率值 ＳＥ－ＤＥＡ模型所得综合效率值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
北京市 ０．７２２ ０．８９１ ０．８５７ ０．８８７ ０．８４８ ０．７２２ ０．８９２ ０．８５７ ０．８８７ ０．８４８
天津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８ １．１４９ １．０８６ １．２０８ １．５１６
石家庄市 １．０００ ０．８８１ ０．８７９ ０．８９９ ０．９７０ １．１６２ ０．８８１ ０．８７９ ０．８９９ ０．９７０
唐山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７７５ ２．０１２ １．８９７ １．６９９ １．４５４
秦皇岛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７ ０．９１８ １．０９６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１ ０．９３６ ０．９１８
邯郸市 ０．８３４ ０．９４０ ０．９９１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１ ０．８３３ ０．９４０ ０．９９０ １．０３１ ０．９９０
邢台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１２ １．２８３ １．１７０ １．２４３ １．２０８
保定市 ０．８８１ ０．８３４ ０．７８４ ０．７９５ ０．８９３ ０．８８０ ０．８３３ ０．７８４ ０．７９４ ０．８９２
张家口市 ０．６６９ ０．７６９ ０．９０２ ０．９７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７０ ０．７７０ ０．９０１ ０．９７９ １．０３１
承德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６９７ １．４５７ ３．１３４ ２．２２８ ３．１８２
沧州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５１ １．３７６ １．１８８ １．３５３ １．３７４
廊坊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７０１ １．５６２ １．２７２ １．２７６ １．２６５
衡水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６９ １．０８２ １．７４０ １．１６４ １．５８８

　　注：因表格限制，仅列出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部分年份效率值。

　　对京津冀区域城市进行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ＢＣＣ－ＤＥＡ
测度，分解综合效率进行分析。从规模效率（ＳＥＣ）来看，２００５
年后无效ＤＵＭ单元均为规模效率递减状态，表明在各年的
土地利用最优产出水平下，综合效率值低于１的城市其土地
利用投入要素规模偏大，导致规模无效。在无效 ＤＭＵ中，北
京市历年的纯技术效率值（ＰＴＣＥ）均为１，即土地利用的要素
组合为有技术有效状态，其他 ＤＵＭ单元基本同时存在纯技
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无效，反映出石家庄市、唐山市、秦皇岛市、

邯郸市、张家口市等城市的土地利用既存在要素投入规模偏

大，又存在要素组合不合理的情况。

３．２．２　超效率 ＤＥＡ分析　ＣＣＲ－ＤＥＡ、ＢＣＣ－ＤＥＡ模型测
度无法对有效 ＤＭＵ单元进行进一步排序测度，由此引入
ＳＥ－ＤＥＡ模型，无效 ＤＭＵ仍保持原综合效率值，有效 ＤＭＵ
进一步排序。超效率ＤＥＡ的分析结果能够反映有效ＤＭＵ单
元在保持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投入获得更高产出的能力。

从ＳＥ－ＤＥＡ测度结果看，有效 ＤＭＵ单元中承德市土地利用
的相对效率基本处于高位状态，且其相对位次随时间变化有

明显提升。承德市超效率ＤＥＡ值是２０１０年后京津冀区域中
唯一超过２的城市，从超效率 ＤＥＡ的内涵看，这意味着承德
市的土地利用可以在同等要素组合条件下以更高比例的投入

获得更多的产出，且其利用效率仍位于生产前沿面上。唐山

市、廊坊市土地利用的ＳＥ－ＤＥＡ值在全部 ＤＭＵ中处于相对
较高水平，但其相对位次处于下降趋势。沧州市、邢台市的超

效率ＤＥＡ值的排序变化相对稳定。天津市城市土地利用的
ＳＥ－ＤＥＡ值在有效ＤＭＵ中处于较低位置，但相对位次在逐
年上升，２０１３年仅次于承德市。
３．２．３　土地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　对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京津冀
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差异性分析可知，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
ＣＣＲ－ＤＥＡ模型测度的综合效率变异指数呈微弱的下降趋
势，但ＳＥ－ＤＥＡ模型测度结果的变异系数呈整体上升的趋势
（图１），即城市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率差异缩小，但超效率值反
映的土地利用效率差异在增加。由于 ＣＣＲ－ＤＥＡ、ＢＣＣ－
ＤＥＡ模型测度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若达到生产前沿面，则有

效ＤＭＵ单元的效率便视为无差异，但是 ＳＥ－ＤＥＡ模型则可
进一步对有效ＤＭＵ单元在保持有效产出水平的前提下以增
加投入来获得更高产出的能力进行测度。由此，ＳＥ－ＤＥＡ模
型测度下的京津冀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差异增大并不与综

合效率差异减小相矛盾。

４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特征

ＤＥＡ方法测度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仅为截面数据的相
对效率，无法进行全部ＤＭＵ单元土地利用效率的时间比较。
为此，本研究利用ＤＥＡＰ对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京津冀区域城市土
地利用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京津冀区域１３
个城市中，仅北京市、天津市２市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相邻年份 Ｍ
指数均大于１，即２市土地利用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上
升趋势；邯郸市相邻年份的Ｍ指数均小于１，即全要素生产率
逐年下降；其余各市Ｍ指数相对于１有不同程度的上下变动
（表２）。
　　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平均相邻年份Ｍ指数（ＭＥＡＮ－ＴＦＰＣ）
看，北京市、天津市、秦皇岛市、张家口市、沧州市、衡水市等地

ＭＥＡＮ－ＴＦＰＣ值基本大于１，呈现出在这一指标下的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其余各市则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图 ２）。从
ＭＥＡＮ－ＴＦＰＣ值的构成看，北京市、天津市、秦皇岛市的平均
技术变动值（ＭＥＡＮ－ＴＣ）明显高于平均综合效率值（Ｍ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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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相邻年份的Ｍ指数

城市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

北京市 １．０００ １．１５６ １．５２９ １．０００ １．１２５ １．１００ １．１２９ １．３０５ １．０８１ １．０４７ １．０１８
天津市 １．０４７ １．０９１ １．１２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１ １．１３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１０ １．１０６ １．０７２ １．０５１
石家庄市 ０．９７９ １．０３１ ０．９６８ １．０２２ ０．９６３ １．０１１ ０．９５９ ０．９９５ ０．９８７ ０．９７１ １．０１９
唐山市 ０．９２４ ０．９９７ １．０２６ １．０００ ０．９８４ １．０９４ ０．９７０ １．０３６ １．０５４ ０．９８９ ０．８５７
秦皇岛市 １．０９８ １．１０４ １．０４４ １．０００ １．１７２ １．０６６ １．０５９ １．０８３ １．０２８ ０．９３９ １．０２０
邯郸市 ０．８９９ ０．９９５ ０．９４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６ ０．９９０ ０．９６８ ０．９８６ ０．９７０ ０．９９９ ０．９２９
邢台市 ０．９８６ ０．９８６ ０．９８６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７ ０．９２１ １．１０９ ０．９４４ １．０２１ ０．９３２ ０．９０５
保定市 ０．９８４ １．０２２ ０．９５０ ０．９５４ ０．９４１ ０．９０３ ０．９８０ ０．９９１ １．０１６ ０．９８１ １．０３３
张家口市 １．１２８ １．１５４ ０．９４５ １．０３７ １．０１８ １．０７６ １．０３９ １．００６ ０．９２７ ０．９４７ ０．９６０
承德市 ０．９１１ ０．９１３ ０．９６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８７ １．０９４ ０．９６５ １．０５２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２ ０．９７４
沧州市 ０．９３１ ０．９２４ １．０５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３ １．０３４ １．１０５ １．０７０ ０．９３２ ０．９７３ ０．９８４
廊坊市 １．０９５ ０．９６８ ０．９６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３ ０．８１９ １．０９７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０ ０．９９２ ０．９７１
衡水市 ０．９６５ １．０１１ １．０６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１ １．２４２ １．０６５ ０．８７８ ０．９８９ ０．９３４ １．０７１
平均值 ０．９９３ １．２０４ １．０３５ １．００１ １．０１７ １．０３１ １．０４０ １．０３０ １．００６ ０．９８０ ０．９８２

ＥＣ）（图２），即技术进步在土地生产率水平提高过程中起到
了更重要的作用。其余各市ＭＥＡＮ－ＴＣ值一般低于ＭＥＡＮ－
ＥＣ值或基本持平，反映出这些城市土地利用的技术水平相对
较低，可以通过技术改进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对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进行２个年份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计算，同
时以２００２年为基年，并假设其 Ｍ指数为１，然后与后续相邻
年份Ｍ指数连乘，用以反映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连续变动情
况。从结果看出，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２年的Ｍ指数与截至２０１３年
的累积Ｍ指数的总体差异趋势基本一致（图３）。北京市城市
土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为显著，这与其土地利用空间限制

较为强烈、不断更新技术方法有紧密的联系。天津市、秦皇岛

市的累积Ｍ值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天津
市的累积Ｍ值增长快于秦皇岛市。其余城市的累积Ｍ值变动
较为平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京津冀区域多数城市土地的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较为缓慢，甚至部分城市出现下降，对于这

些城市而言，需要调整要素组合或要素投入规模，并需加强土

地利用的技术投入，以此提高全要素土地利用效率。

５　结论

本研究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及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对京津
冀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度，发现：（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京津冀地区总体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相对平稳，
超效率ＤＥＡ指数呈现先降后稳的趋势，总体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仍有一定提升空间。（２）ＤＥＡ评价无效单元均处于规模报
酬递减状态，即城市土地要素供给规模偏大，其中北京市的土

地利用综合效率低下均为规模无效引起，说明土地要素投入

规模存在问题。（３）京津冀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差异呈扩
大趋势，天津市、唐山市、承德市、衡水市等地效率较高，北京

市、石家庄市、秦皇岛市、邯郸市、保定市等地效率较低。（４）
从土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看，北京市、天津市、秦皇岛市等地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较大，且主要来源为技术进步，石家庄市、

沧州市、廊坊市、邯郸市等地土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较小，主

要原因为技术进步较慢。

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研究具

有一定优势，但主要问题在于当前统计数据对于方法的支撑

方面。首先是统计数据适用问题，我国城市经济、人口等统计

空间与城市建成空间不统一，土地的投入产出数据失真较为

严重，例如统计年鉴中北京市人口密度远低于天津市、石家庄

市等，这与现实严重不符。其次，部分投入产出指标由于统计

数据不足而难以进入测度体系，如技术投入、生态产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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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哈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
———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背景

龚新蜀，樊晶磊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石河子８３２０００）

　　摘要：采用ＨＳ２００２商品分类法，运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数据通过ＧＬ指数、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以
及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哈（分别指中国、哈萨克斯坦）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中国农产品

对哈竞争力状况和中哈产业内贸易结构等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哈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低下，产业内贸

易以垂直型发展为主，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增量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中国的农产品竞争力较低，竞争力有待加强。

并提出进一步提升中哈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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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９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得到了对方的积极响应。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
议长时，哈方高度评价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认

为这把中哈关系带入了新时代。２０１４年５月，江苏省连云港
市中哈国际物流基地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首个实

体平台已经启用，这标志着中哈两国依托新亚欧大陆桥，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其中计

划投资４亿元建设粮食泊位和筒仓，为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
口提供配套服务。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为了适应中哈两国日益扩
大的农业贸易规模形势，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霍尔果

斯市举行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哈农业技术与粮食产业交流论

坛［１］。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国土面积最

大、与中国经贸额最多的国家，与中国同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倡

导国与“核心国”［２］，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中国的重要

合作伙伴。中哈两国都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各自的国民经济

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双方农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２００２
年中哈农产品贸易额为０．３６４８亿美元，２０１３年增长到３．１１
亿美元。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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